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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领域情绪作用机制研究回顾与展望

左玉涵,  谢小云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主流研究主题。情

绪具有多样的内涵和作用机制，系统梳理组织行为领域情绪研究中情绪的内涵并总结其作用

机制有利于研究者对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形成整体性的把握。本文首先厘清了组织行为

领域情绪的概念内涵;然后在回顾情绪对组织中各类结果作用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梳理

了组织行为领域情绪的调谐机制、社会信息机制与动力机制，并分别述评了其作用特征；最后

对上述三种作用机制进行了总结，并就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展开了进一步的

讨论，希望为组织行为领域后续的情绪研究提供启示。

关键词：情绪；组织行为研究；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17)08-0028-12
 

一、  引　言

情绪对人类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人的身体、认知、人格等方方面面（Izard，
1977）。然而，在理性主义的主导下，长期以来多数心理学和组织行为领域的学者倾向于将情绪

视为理性的干扰因素，或者不考虑情绪在组织中的作用（Ilies和Judge，2005）。相比于认知研

究，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长期未得到同等的重视，直到过去二十年它才开始逐渐发展为一

个主流研究主题（Ashkanasy和Humphrey，2011），并引起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检索报告，在商业（business）、管理（management）和应用心理学（applied
psychology）领域的期刊上，以情绪为主题词的研究在数量上和引文数上都在过去二十年内高

速攀升，每年发表数从1998年的120多篇上升到2015年的910多篇，并且增速高于情绪研究的整

体增速。这些研究表明，情绪在个体的工作产出、团队的互动、组织的决策和变革过程中都扮演

着重要角色（Barsade，2002；Huy，2002；George和Zhou，2007），并且对管理者关注的诸多过程与

结果如冲突、合作、创造力等都有重要影响（Barsade和Knight，2015）。这些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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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大补充与丰富了传统的理性与认知视角的研究。

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证据，也有

学者系统梳理了组织行为及相关领域情绪的形成机制（Menges和Kilduff，2015），总结了组织

行为领域情绪的诺莫网络图（nomo-logical network）（Barsade和Knight，2015）。以上工作增进了

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者对情绪的形成机制以及情绪与组织行为中其他现象间联系的全面了

解。然而，理论界尚缺乏对组织行为领域情绪作用机制的梳理，这可能导致该领域关注情绪后

果的研究在理论上呈现碎片化的局面。

具体来说，与情绪相关的基础理论都来源于心理学，在心理学领域情绪本身的内涵和作用

机制是多样的（Izard，1977），而研究者将情绪引入组织行为领域时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性地关注某一种情绪以及情绪的某一作用机制。例如，George和Zhou（2007）从情绪对认知加

工的影响出发，论证了员工心情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而Vuori和Huy（2016）则从情绪对行为

的作用出发，探讨了恐惧情感在组织创新失败中的角色。因此，对情绪不同作用机制的梳理将

有助于研究者对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形成整体性的把握。

本文首先厘清了组织行为领域情绪的概念内涵，详细呈现了个体层面情绪（affect）、情感

（emotion）和心情（mood）概念内涵的异同，并介绍了团队层面基于人格特质和社会互动形成

的团队情绪。其次，本文通过系统回顾组织行为领域将情绪视为前因的研究，总结出情绪对组

织中各类产出（员工态度与感知、员工行为、冲突与合作等）的三种作用机制——调谐机制、社

会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并指出调谐机制和社会信息机制是将情绪的作用整合到认知路径中

去，因此本文将其合称为“信息机制”；而动力机制则是一条独立于认知的纯情绪作用路径。最

后，本文对组织行为领域情绪的三种作用机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了

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或研究建议。本文对文献的述评过程大致如图1所示，随后部分的讨论内

容也基于这个框架图展开。

二、  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以及与情绪相关的概念

情绪的概念内涵是多样的，本文将从个体层面的情绪概念、团队层面的情绪概念以及组织

行为领域其他与情绪相关的概念三个方面阐述组织行为领域情绪的内涵。

（一）个体层面：情绪、情感和心情的异同

组织行为领域的学者对情绪的关注开始于对个体情绪的考察。在个体层面，“情绪”①通常

 
图 1    本文框架模型图

①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后文中的“情绪”均指情感和心情的统称，即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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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一个包含情感和心情的“伞形术语”（umbrella term）（Spoor和Kelly，2004；Menges和
Kilduff，2015）。情感指的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具体的感受，例如快乐、悲伤、愤怒、厌恶和恐惧

等，它们都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即针对某人或某事）；心情指的是模糊的、无明确指向的体验，通

常分为积极心情和消极心情两类（Menges和Kilduff，201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心情的产生是

没有原因的，只是心情体验不必包含引起该心情的原因（Bartel和Saavedra，2000）。情感与心情

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持续时间、强度和指向性这三个方面，与情感相比，心情的持续时间更长，强

度更弱，往往能够脱离其产生原因而持续存在（Spoor和Kelly，2004）。
（二）团队层面：基于人格特质或社会互动形成的团队情绪

从George（1990）首次提出“团队情绪基调”（group affective tone）开始，团队层面的情绪也

成为组织行为领域的关注点。当考察单元从个体上升到团队时，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

将情绪定义为一个集体层面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George（1990）以及Bartel和Saavedra（2000）
分别做了严谨的概念化工作，为团队情绪研究建立了合法性。这两项研究都将团队层面的情绪

定义为团队内成员共享的情绪，但是他们对这种共享的情绪如何形成看法不同。

George（1990）认为团队层面的积极/消极情绪是基于团队成员的情绪特质（trait affectivity）
形成的。情绪特质指的是个体总体上经历积极/消极情绪的倾向，积极/消极情绪特质高的个体

分别更加容易产生积极/消极的情绪体验（Watson和Tellegen，1985）。George（1990）基于团队成

员社会化的吸引—选拔—流失（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过程模型提出，个体会寻找并加入

那些和自己情绪特质相近的团队，团队也更倾向于保留与自身情绪特质较为相似的成员，并淘

汰与自身情绪特质差异较大的成员，从而最终形成团队层面一致的积极/消极情绪基调（George，
1990）。后续众多团队情绪研究（如Tsai等，2012）都是在George（1990）提出的概念的基础上展

开的。

George（1990）基于吸引—选拔—流失模型所描述的过程特别适用于解释长期团队（long-
term groups）中的情绪一致性现象（Barsade和Knight，2015），那么团队内个体的情绪是否可以

通过其他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一致性呢？Bartel和Saavedra（2000）对团队情绪的概念化工

作很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Bartel和Saavedra（2000）定义了工作团队心情（work group mood），
并将其视为团队层面的共享情绪。与George（1990）的定义相似的是，Bartel和Saavedra（2000）
认为团队情绪表现为团队内情绪的一致性；不同的是，Bartel和Saavedra（2000）认为团队情绪

是通过情绪的外在表征（如表情、声音和姿态，统称为情绪信息）与传染机制在社会互动中构建

的，而非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形成的。他们提出在团队情绪的社会构建过程中，成员会相互比

较、评价、解读彼此的情绪，从而决定自己的情绪表达；成员也会被这些情绪表达无意识地传

染，从而产生与其他人相似的情绪。在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团队中的情绪会趋于一致。由

此可见，Bartel和Saavedra（2000）对团队情绪的概念化更强调社会互动，更具有即时性和动

态性。

尽管学者在个体和团队层面都严谨地定义了情绪，也有学者通过质性研究探讨了组织内

共享的情绪在组织变革或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Huy，2002；Vuori和Huy，2016），但是现有文

献中尚未出现组织层面或更大范围内共享情绪的概念化工作。事实上，组织行为领域的学者对

能否通过互动与传染过程在大范围内形成共享的情绪持怀疑态度（Menges和Kilduff，2015）。
虽然情绪文化（emotional culture）和情绪氛围（emotional climate）等与情绪相关的概念能在组

织层面存在，但是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或氛围而非情绪，这个问题下文会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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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行为领域其他与情绪相关的概念

除了情绪本身，组织行为领域还存在大量与情绪密切关联的概念，比如情绪特质、情绪智

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情绪文化（emotional culture）、情绪氛围（emotional climate）等。这些

概念虽然是以情绪为基础构建的，但是其核心内涵并不是情绪本身，从概念性质上讲不属于情

绪范畴。例如，情绪智力指的是个体感知、理解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它是一种与空间智力

（spatial-performance intelligence）、语义智力（verbal-propositional intelligence）平行的第三维度

智力，本质上属于能力（Mayer和Salovey，1997）。又如，情绪文化指的是成员在长期的互动过程

中形成的对于群体内情绪的共同预期，它塑造了群体内成员产生或表达情绪体验的方式，但并

不直接引起成员的情绪反应（Menges和Kilduff，2015），更不是集体层面的共享情绪。鉴于此，

本文后续将不对围绕这些概念展开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

三、  组织行为领域情绪的三种作用机制

近二十年来，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管理科学季刊》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应用

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管理学期

刊》（Journal of Management）、《组织行为学期刊》（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等期刊

中已有大量研究对不同类别的情绪与不同组织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以上期刊中以

emotion、mood和affect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删去不关注情绪结果的研究，删去关注情绪相关概

念而非情绪本身的研究，最终可以得到从1990年以来的实证研究大约112篇。综观这些实证研

究可以发现，情绪对组织中的员工态度与感知（Cole等，2006；Tse等，2013）、员工的各类行为

（George，1990；Lee和Allen，2002；Kim和Glomb，2014；Liu等，2017）、冲突与合作（Barsade等，

2000；Barsade，2002）、决策和变革过程（Huy，2002；Maitlis和Ozcelik，2004；Seo和Barrett，2007；
van Knippenberg等，2010；Liu和Maitlis，2014）以及创造力（George和Zhou，2002，2007；
Grawitch等，2003；Bledow等，2013）等各类结果存在着广泛影响。

情绪不仅对组织中的各类结果存在影响，而且其作用方式是非常多样的，其原因在于心理

学和社会心理学不同理论流派对情绪的本质与功能的观点存在差异。一方面，情绪与认知加工

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Schwarz和Clore，1983）。情绪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关于环境状况

的信息；为了更好地回应环境中的问题，不同的情绪会触发适应该环境的不同认知加工策略

（Schwarz，1990）。另一方面，情绪还具有社会信息功能，这是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而情绪存在

的意义是为了让人更好地参与社会互动、适应社会结构（Keltner和Haidt，1999）。除此之外，情

绪还被认为是人类主要的动机系统，它时刻修正、控制和指导着人的行为，是个体行为的主要

动因（Izard，1977）。
围绕情绪的这些不同功能，结合组织行为领域的具体研究问题，以研究所使用的不同理论

机制为分类依据，本文对组织行为领域将情绪视为前因变量的研究做了梳理和回顾。本文认为

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主要基于三种作用机制展开，它们分别是调谐机制、社会信息机制和

动力机制。调谐机制和社会信息机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将情绪的作用还原为认知上的“信
息”作用，从而将其整合到认知路径中，因此本文将这两者合称为“信息机制”；而这两者的差别

在于，调谐机制强调情绪通过影响人内（within-person）的认知过程发生作用，社会信息机制则

强调情绪通过影响人际（interpersonal）互动发生作用。动力机制区别于信息机制之处在于动力

机制关注的是情绪对组织后果直接的、不需经由认知中介的作用，因此动力机制下的研究真正

体现了情绪作为一种与认知平行的视角——而不仅仅是认知视角的“附加品”——在组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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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独特价值。

（一）情绪的调谐机制：人内视角

如前所述，情绪与认知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说来，根据“情绪作为信息”（mood as
information）理论，情绪能作为一种信息输入来影响我们的信息加工过程（Schwarz和Clore，
1983）。该理论认为，消极情绪意味着环境中存在问题，积极情绪意味着环境是安全的，而我们

的认知加工策略会被调整到合适的模式以应对环境的要求（Schwarz，1990）。因此，消极情绪会

触发自下而上的系统分析式思维，个体此时会仔细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分析其中的因果关

系，以探索合适的行动方案；积极情绪会触发自上而下松散的发散性思维，个体此时会偏好启

发式（heuristic）认知加工模式而不是投入大量认知努力，并做出更多创造性探索（Schwarz，
1990；Schwarz和Clore，2003）。Schwarz和Clore等人的理论在其他学者那里也得到了支持：

Fredrickson（2001）在其拓展—建立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中指出，消极情绪会让我们

产生特定的反应倾向（比如“生气”会促使人“攻击”），使得人们的认知视野狭窄化；而积极情绪

往往不会对应任何特定的反应倾向，它会使人们的认知视野更广阔，思维和行为都更加发散。

Forgas等学者的“情绪浸入模型”（affect infusion model）同样认为“积极情绪启动自上而下加工

策略，消极情绪启动自下而上加工策略”是情绪对认知加工起作用的一条重要路径（Forgas和
George，2001）。情绪对认知加工的这种影响类似于收音机调整频率以接收对应波段的信号，它

被Schwarz和Clore以及后来的学者形象地称为情绪的“调谐”（tuning）效应（Schwarz，1990；
Schwarz和Clore，2003；George和Zhou，2007）。

从已有的研究证据来看，情绪对认知加工的调谐效应体现在组织中的员工行为、协调过程

和员工工作产出等各个方面。例如，Kouchaki和Desai（2015）验证了焦虑情绪作为个体非伦理

行为的重要心理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焦虑情绪会向个体传递“环境中也许存在威胁”的信号，

使得个体对环境中潜在的危险线索更加敏感，使其大脑转向一种防御性的认知加工模式，促使

个体采取自我保护行为，甚至使个体更可能通过非伦理手段来实现自我保护。Kaplan等（2013）
则探索了积极团队情绪在团队面临危机时的作用。他们认为积极团队情绪能帮助团队成员在

危机中保持开阔的认知视野，搜集更多的信息线索，进而相互协调、快速反应，以更好地应对危

机。情绪的调谐效应还与组织中的创造力密切相关：根据情绪的调谐效应，积极情绪会促进发

散性思维和认知灵活性，消极情绪会促进问题识别和持续努力，而这两者都能提升创造力

（George和Zhou，2007）。遵循这种逻辑，研究者广泛探讨了情绪对个体或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George和Zhou，2007；Tsai等，2012；Bledow等，2013）。其中，Bledow等（2013）用动态视角探索

了情绪转换（affective shift）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情绪转换指的是一种“消极情绪减弱、积

极情绪变强”的情绪体验。研究者认为，创造力的产生要经历一个类似“凤凰涅槃”的过程：个体

须要首先经历消极情绪，然后经历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有助于个体关注细节、发现问题，随后的

消极情绪减弱、积极情绪增强能够帮助个体拓宽视野，在已发现的问题和事实之间做更多联

结，进而产生创造力。通过经验取样法，研究者验证了情绪转换对个体创造力的积极作用。

综观上述研究我们发现，调谐机制探讨的多是积极/消极情绪或者弥散的心情的作用，而

非有特定指向性的情感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学者认为情绪对认知加工的调谐效应在我们

意识不到情绪来源时更强；而一旦个体对自己的情绪有明确归因，调谐效应就会减弱（Schwarz，
1990；Schwarz和Clore，2003）。由于有明确指向性的情感更容易触发认知归因过程，因此比起

具体的情感，弥散的心情更容易对认知加工产生调谐效应（Schwarz和Clore，2003；Elfenbein，
2007）。现有的调谐机制下的情绪研究大多是在调谐效应的这种作用边界内开展的，即这些研

究关注的是心情、积极/消极情绪的作用，而有特定指向性的情感的作用一般不采用调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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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释。

因为研究对象多是没有特定指向性的心情或积极/消极情绪，所以不论是对何种组织现象

的探讨，调谐机制的作用都发生在人内层面，而不关注人际社会互动过程。以Kouchaki和
Desai（2015）研究的理论逻辑为例，研究者提出焦虑情绪暗示着环境中存在威胁，从而激发个

体防御性的认知加工方式；但焦虑情绪对自我保护机制的这种效应与社会环境中是否真的存

在威胁无关，这是进化过程中“被编码”在人体机制内的自动反应。要理解调谐机制的这种作用

特点，就要追溯到其理论渊源。Schwarz（1990）特别指出，情绪作为信息而发挥的作用具有“事
件无关性”（content-free），即与引发该情绪的事件无关。具体说来，Johnson和Tversky（1983）在
其探索情绪与认知判断关系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当个体的负面情绪是由阅读一份关于癌症的

报告引发的时，不论个体接下来评价的是与癌症有关的内容还是无关的内容，负面情绪都会对

该评价造成同等程度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调谐效应的这种特征，个体在组织内的人际互动过程

便成为调谐机制范畴之外的问题。

（二）情绪的社会信息机制：人际视角

情绪的调谐机制虽然能描述情绪如何通过影响认知而影响研究者关心的结果，但

Forgas和Schwarz等人的调谐理论只关注情绪的人内作用，并未关心情绪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

功能，这便使得调谐机制并不适用于解释组织中的社会互动过程，因而研究者在聚焦于社会互

动问题时需要转向其他理论视角。

其实，情绪同样具有“社会性”特点，在人际互动和社会关系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Keltner和Haidt，1999）。在人际互动中，情绪能传达有关他人意愿、信念、目标等的信息，这些

信息可以辅助我们做出行为决策（van Kleef等，2010）；在社会关系方面，集体层面的共享情绪

能成为确认身份边界的依据，使群体中的成员明晰内外群体的边界进而更加认同集体身份

（Keltner和Haidt，1999）。从情绪的社会信息功能出发，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积累了不少该理论

视角下的研究证据。

情绪的社会信息功能体现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在与他人互动时，人们会根据互动对象的情

绪表达推测其目的和想法，进而协调社会互动过程，使自身更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简单说来，

这就是一个“察言观色”的过程。例如，在领导—下属互动情境中，建言（voice）领域的研究发现

领导的积极情绪在员工建言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Liu等，2017）。Liu等（2017）认为员工

在考虑建言时会解读领导的情绪表现，并将领导的积极情绪解读为领导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从

而更倾向于建言。他们通过问卷研究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其猜想。再如，在团队互动过程中，领导

的情绪表现会影响团队成员的努力程度、任务策略选择以及团队协调过程（Sy等，2005）。Sy等
（2005）认为，团队成员会将领导的消极情绪表现解读为对团队任务进展的不满意，进而加大对

任务的投入，并竭尽所能优化任务策略；成员会将领导的积极情绪解读为对任务进展的满意，

进而获得一定的安全感，并表现出友好的协调行为。他们的实验研究支持了部分假设。情绪的

社会信息作用还体现在情绪对团队内部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影响上。Knight和
Eisenkraft（2015）的元分析探索了情绪与团队绩效的关系。他们认为，如果消极情绪来自于团

队内部因素，那么团队成员会将其解读为团队本身不够好，这会降低团队的社会整合，不利于

团队内部加强联系，进而会负面影响团队绩效；如果团队消极情绪来自于团队外部因素，那么

团队成员会将其解读为团队面临威胁，这会促进团队的社会整合，加强团队内部联系，进而提

升团队绩效。通过对39项独立研究的元分析，他们的假设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社会信息机制下的研究通过考察情绪所传达的社会信息来理解情绪在社会互动中的功

能。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界并不认为情绪与其传达的社会信息之间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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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情绪内涵的解读与特定的问题情境是密切相关的，同一情绪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传达的

信息可能完全不同。例如，同为愤怒情绪，在谈判情境中，对手的愤怒情绪意味着他可能采取攻

击手段（van Kleef等，2010）；但是在领导—下属互动情境中，愤怒情绪意味着领导对当前任务

进度不满意（van Kleef等，2009）。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的情境凸显的问题不同——谈判情境中最

凸显的问题是对手将会采取什么策略，领导—下属互动情境中最凸显的问题是领导对下属任

务进度的评估；而情绪信息作为一种社会信息，它所传递的应该是与特定情境最凸显的问题相

关的。

研究者可以根据问题情境来探讨情绪所传达的社会信息，而总的说来，探讨具体情绪种类

而非笼统的积极/消极情绪所传达的社会信息是更为严谨的做法。这是因为不同的情绪种类所

蕴含的社会信息不同，其传达的社会信息也比笼统的积极/消极情绪所传达的要更加差异化和

精确（van Kleef等，2010）。例如，同为消极情绪，在谈判情境中对手的愤怒意味着其可能采取攻

击手段，担忧意味着其恳求姿态，内疚则意味着其有缓和局势的意愿（van Kleef等，2010）。因
而，相对于将不同情感蕴含的社会信息笼统地合并为积极/消极情绪蕴含的信息，区分具体情

绪种类的信息及其不同的作用能得出更精准的结论。

社会信息机制下的研究从情绪的社会信息功能出发，探讨了情绪作为一种补充信息，在社

会互动过程中对人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从社会信息机制下研究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这

些研究都跳出了情绪的人内作用框架——社会信息机制不再将情绪的作用视为进化过程中

“被编码”下来的一成不变的调谐作用，而是关注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情绪如何帮助我们更

好地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借用“情绪作为社会信息”（emotion as social information）（van
Kleef等，2010）和“情绪的社会功能作用”（social functions of emotion）（Keltner和Haidt，1999）等
理论，这一机制下的研究刻画了更多人内认知之外的社会互动过程。

（三）情绪的动力机制：非认知视角

情绪的调谐机制和社会信息机制的共同点是，它们在解释情绪的作用时都将其还原为信

息的作用并整合到认知路径中去，此时认知便成了情绪与组织产出之间一个绕不开的中介。但

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个体的行为决策不一定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还可能是“脑袋一热”，直
接受到情感驱使的。理论界也有观点认为情绪与动机及行为之间存在非常直接的关系。一方

面，组织行为领域的学者认为情绪能成为组织中员工的能量（energy）来源。具体说来，当组织

中的员工处于高能量唤醒状态（即高强度热情、兴奋等积极情绪体验状态）时，员工会表现出更

强的行动意愿（而不是维持现状无所作为）和内部动机，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当前的工

作之中（Quinn等，2012）。另一方面，心理学家认为情绪是我们重要的动机系统，它时刻指导着

我们的行为。从进化适应性的角度出发，心理学家认为不同种类的情绪会引发不同的行为结

果。例如，与兴趣相关的情绪（比如好奇、兴奋）会带来探索和学习等行为，恐惧情绪会引发逃

避、保护和攻击等行为（Izard，1977；Elfenbein，2007）。基于情绪的能量和动机作用，我们将第三

种作用机制命名为“动力机制”。
情绪动力机制下的研究揭示了情绪对个体的目标设置行为、团队的集体行动意愿和组织

的决策与变革过程等各类组织结果的影响。在目标设置方面，积极和消极情绪在绩效反馈和目

标设置之间起中介作用（Ilies和Judge，2005）。依据Gray（1990）的行为动机理论，Ilies和
Judge（2005）认为正面绩效反馈引起的积极情绪具有“能量唤醒”作用，即能够激活员工的“接
近”（approach）动机，进而促使其设定更高的目标；而负面绩效反馈引起的消极情绪则会激活

员工的“回避”（avoidance）动机，进而促使其降低目标标准。在组织变革过程中，强烈的积极情

绪（比如兴奋、激情）会驱动个体的目标导向（goal directed）相关行为，从而使得组织中那些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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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变革热情的管理者不畏艰难、持续投入、推动变革；而恐惧和焦虑等情绪则对应着人们

的回避和退出行为，只有缓解员工的这些情绪，才能为变革的有序开展、组织的持续运营提供

保障（Huy，2002）。在集体行动方面，van Zomeren等（2012）探讨了个体在参与集体行动时的心

理机制。他们提出个体是“有激情的经济人”（passionate economist），即个体在面临行动决策时

既会进行理性的利弊权衡，又会受到情绪的驱动。基于这一前提，研究者构建了个体参与集体

行动以反抗不公正的双通道模型。经由基于团队效能（group’s efficacy）的理性通道，成员会估

计团队是否能成功通过集体行动来达到目的，成功的可能性大时成员就会采取行动；经由基于

团队愤怒（group-based anger）的情绪通道，成员会在愤怒的驱动下“奋起反抗”，采取行动对抗

不公正（van Zomeren等，2012）。同样关注愤怒情绪，Lindebaum和Gabriel（2016）以影视作品《十

二怒汉》为分析材料，指出了道德愤怒（moral anger，由于道德秩序被违反而产生的愤怒）的潜

在积极作用：它暗示着组织中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作为一种能量驱动人们采取措施，打破

现有的组织秩序并重构一个更加合理的组织秩序，以推动事件的转折、变革和向前发展。

综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情绪的动力机制与情绪的两种信息机制存在根本性差异：前

者不再将情绪的作用整合到认知路径中去，而是认为情绪可以直接作用于行为过程，从而形成

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发挥作用的情绪路径。也就是说，动力机制下的研究不是仅在原来的认知

视角中加入情绪因素，而是转向了纯情绪视角看待问题。

然而，相对于认知视角，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视角是“后来者”，这意味着大量的研究问题

在认知视角下已经进行了诸多探索。因此，在选择动力机制、用情绪视角而非传统认知视角看

待研究问题时，研究者应该明确情绪视角与传统认知视角之间的关系，并回答在当前的研究问

题中引入情绪视角的必要性。

要回答上述问题，研究者可以在理论构建中体现情绪视角有潜力解释认知视角不能解释

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少量动力机制下的研究已经体现了情绪视角的这种独特解释力。例如，

Vuori和Huy（2016）关于组织创新的研究在论证传统的结构认知视角（structural-cognitive
view）无法解释组织创新失败的基础上引入了情绪视角。他们指出，在诺基亚逐渐没落的那段

时间，公司内部存在健全的沟通渠道，但仍然出现了严重的沟通偏差（communicat ion
discrepancy）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组织中蔓延的恐惧情绪使得中层管理者“谎报军情”，掩盖

管理和运营过程中的问题和失误，最终导致诺基亚在智能手机时代的竞争中失去阵地。再如，

Lindebaum和Gabriel（2016）在他们关于道德愤怒与集体决策的分析中特别指出，理性的决策

过程往往会因为决策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陷入僵局，使事态发展陷入停滞；而愤怒情绪能

驱使决策者在悬置某些分歧的前提下推进事态发展，最终得到一个理性分析过程不能得到的

解决方案。以上动力机制下的研究都摆脱了“认知本位主义”的思维定势，显示了情绪在解释组

织现象时的增量解释力和独特价值。

四、  研究总结和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总结

通过对组织行为领域情绪研究中情绪作用机制的梳理，本文总结出情绪发挥作用的调谐

机制、社会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这三种机制的理论基础、核心特征与其分别对应的代表性研

究如表1所示。

结合上文的论述，由表1可以看出，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中情绪的调谐机制、社会信息

机制和动力机制各自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核心特征。在理论基础方面，调谐机制的理论基础来

自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对情绪与认知加工之间关系的探讨；社会信息机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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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阐明了情绪的社会功能——引导人们适应当下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参与人际互动；动力机

制所依据的则主要是关于情绪与行为动机之间关系的理论。在核心特征方面，调谐机制更适于

解释弥散的心情的作用，社会信息机制从理论上来说对具体情绪种类的效应的解释力更强，且

这两者都将情绪的作用还原为信息的作用，并整合到认知路径中去。动力机制区别于前两者的

独特之处在于它发挥作用不需要经由认知中介，从而能体现情绪视角相对于认知视角的独特

价值。依据以上三种作用机制展开理论构建，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者对情绪与各类组织产出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未来研究展望

近年来，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对组织中的情绪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弥补了以往单

一认知视角的不足。但是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与研究者

对情绪作用机制的应用有关。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未来组织行为领域调谐机制下的情绪

研究应该深入考察调谐效应的情境化作用，社会信息机制下的情绪研究应该区分具体情绪种

类，动力机制下的情绪研究应该积极探索情绪视角在认知视角之外的增量贡献。这些方向上的

努力有助于研究者们积累更加精确、稳健的研究证据，并且能体现情绪视角的加入对于整个组

织行为领域发展的重大意义。

1. 从情绪的调谐机制出发，探索调谐机制的情境化效应

情绪的调谐机制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说来，调谐机制下的研究主要探索了

情绪对其作用结果的主效应，而较少关注情绪的情境化效应。然而从调谐机制的理论基础来

看，调谐效应的强弱是高度情境化的——它在个体更可能选择启发式认知加工方式时（例如认

知资源少、时间压力大、个体卷入程度低、决策问题复杂程度过高时）作用更明显（Forgas和
George，2001；Elfenbein，2007）。由此看来，调谐机制下情绪的情境化效应值得进一步考察。

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组织中的情境因素来考察调谐机制的作用情境。以消极情绪与创造

力的关系为例，目前研究者认为消极情绪会通过促进持续、深入的认知加工过程来促进创造力

的提升（George和Zhou，2007）。然而组织中的员工会受到目标与动机的强烈影响（Locke和
Latham，2002），根据上述调谐效应的情境化特征，消极情绪对创造力的积极作用有可能会在

个体的成就动机和目标导向高时被削弱。消极情绪对创造力甚至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效应：在组

织情境中，出于维护良好的同事关系的考虑，员工往往不会自由表达情绪，而是会实施表面伪

表 1    三种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核心特征与其对应的代表性研究

作用机制 理论基础 核心特征 代表性研究

调谐机制

情绪作为信息理论；
情绪浸入模型；
情绪的拓展—建立
理论

经由认知中介；
人内视角；
事件无关性；
更适用于解释心情而非具体情
绪种类的作用

George和Zhou（2007）；
Bledow等（2013）；
Kaplan等（2013）；
Tsai等（2013）；
Kouchaki和Desai（2015）

社会信息机制

情绪作为社会信息
理论；
情绪的社会功能
理论

经由认知中介；
人际视角；
对具体情绪种类而非笼统的积
极/消极情绪的解释力更强

Sy等（2005）；
van Kleef等（2009）；
Knight和Eisenkraft（2015）；
Liu等（2017）

动力机制
情绪与行为动机之
间的关系理论（如
Izard，1977）

不需经由认知中介；
能体现情绪视角的独特价值

Huy（2002）；
Ilies和Judge（2005）；
van Zomeren等（2012）；
Lindebaum和Gabriel（2016）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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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行为（surface acting），即在不改变自己的情绪体验的前提下调整自己的情绪表达，创造他人

想看到的形象（Ozcelik，2013）。考虑到消极情绪不如积极情绪容易被他人接受（Ozcelik，
2013），处于消极情绪中的个体有可能会因为进行表面伪装而分心，而这不利于持续深入的认

知加工以及创造力的产生。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动机因素对调谐效应的调节作用，还可以提出

竞争性假设来检验消极情绪与创造力之间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路径，甚至进一步加入情境变

量，例如自我监控水平、心理安全氛围等，来考察这些情境变量对两条作用路径的调节作用。

2. 从情绪的社会信息机制出发，区分情绪的种类，探索更加清晰可靠的理论关系

从社会信息机制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该机制下的大多数研究选择关注笼统的积极情绪

与消极情绪的作用（Sy等，2005；Knight和Eisenkraft，2015；Liu等2017），而较少区分不同情绪种

类的作用（“van Kleef等，2009”除外）。如前所述，对于社会信息机制下的研究来说，区分情绪的

种类是重要的，而区分消极情绪的种类尤为重要，这是由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具有“不对称

性”特点（Baumeister等，2001；Rozin和Royzman，2001），即较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内涵更丰

富，也容易引起更加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Rozin和Royzman，2001）。形象地说来，“幸福的家庭

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此，不区分消极情绪的种类往往只能得出一个混合

效应，即此时消极情绪与组织产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愤怒、失望、焦虑等几种不同情感对组

织产出的不同作用的“叠加”。实际上社会信息视角下已经有实证数据能为上述观点提供旁证。

在Liu等（2017）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下属对领导积极情绪的感知会显著促进员工的建言行

为，但下属对领导消极情绪的感知作为一个整体对员工的建言行为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

愤怒、失望、焦虑等不同种类的消极情绪会被员工解读为不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员工建言

行为的效应可能存在相反的方向。当研究者把它们合并为消极情绪并考察其作用结果时，不同

种类的消极情绪之间的作用相互抵消，进而呈现不显著的结果。

因此，未来社会信息视角下的研究应该精细区分具体的情绪种类，深入考察不同种类的情

绪对员工行为的不同效应，例如在原有的领导—下属互动情境、领导—团队互动情境中同时考

察多种积极/消极情绪与其作用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得出更加精细的理论和更加稳健的结果。

3. 从情绪的动力机制出发，在原有认知分析框架中加入情绪路径

如前所述，情绪的动力机制认为情绪可以不经由认知中介，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形成一

定程度上独立于认知路径发挥作用的情绪路径。未来动力机制下的研究可以从这一点出发，重

新审视原来理性分析框架下的研究问题，并考虑加入情绪路径，以刻画问题的全貌。例如，在解

释组织中员工的行为意愿时，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认为人的行为是深思

熟虑的结果，是“从信念到信念评估然后产生行为意向并最终发动行为的理性过程”（Ajzen，
1991；段文婷和江光荣，2008）。正是出于这种理性假设，计划行为理论对个体行为的分析框架

是一个不考虑情绪作用的认知分析框架。而情绪的动力机制的核心观点是情绪能直接驱动个

体行为，不必经过认知的中介。未来的研究应该正视人是情感和理性的综合体，并可以在原有

计划行为框架下的研究中加入情绪路径。例如，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原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分析

框架的员工角色外行为研究（如Morrison和Phelps，1999）、员工离职研究（van Breukelen等，

2004）、员工在组织变革中的支持行为研究（Kim等，2011）等研究问题中构建双通道模型，考虑

情感对个体行为的驱动效应，并进一步考察认知路径和情绪路径分别在什么情境下会占据主

导地位。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将为研究者理解员工行为提供更完整的框架，同时为管理者预测和

干预员工行为提供更全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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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n employees’ withdrawal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confirms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hough coefficient product method.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collectivism-oriente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an improve employees’  sense of  belonging,
making employees perceive themselves to be people on organizations’ own side, but the reduction of
perceived being people on organizations’ own side in employees’ withdrawal behavior is moderated by
the level of moral identification. For employees with higher moral identification（higher than 4.693, 6
points）, the sense of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can control the withdrawal behavior, and the higher the
moral  identification  is,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will  be;  but  for  those  employees  whose  moral
identification is lower（less than 2.240, 6 points）,  the sense of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will have a
negative effect, that is, to promote withdrawal behavior, and the lower the moral identification is,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will be. Plus, the degree of negative effect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positive effect.
Therefore, although the collectivism-orient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employees’
sense of belonging, but to control employees’ withdrawal behavior, one must also enhance the moral
identification, otherwise it will be counterproductiv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management
practice in specific situation on employees’ behavior and has a delicacy analysis on moderation effect.

Key  words:   collectivism-oriented  HRM;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moral  identification;
 withdraw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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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f Affect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iled and Prospects

Zuo Yuhan,  Xie Xiaoyu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affect study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ield has been a
mainstream research topic. Considering the multiple facets and diverse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affec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ffect  constructs  and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ffect  influences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will  help  researchers  to  get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affect  study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ield.  This paper firstly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of affect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ield. Secondly, it reviews the empirical studies addressing affect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in top journals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Based on this, it then proposes that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affect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ield can be summarized as tuning mechanism, social information
mechanism  and  motivation/energy  mechanism,  and  their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reviewed
respectively. Lastly, it elaborates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indicates the directions in future
research t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follow-up affect study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ield.

Key words:  affec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  function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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